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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功德墳寺的轉移與內部運作
——以宜興善權寺爲例

游自勇
首都師範大學

摘  要： 宜興善權寺始建於五世紀末，會昌法難後重修。宋徽宗時期，

善權寺成爲傅楫家族的功德墳寺，期間曾短暫改爲崇道觀，趙氏南渡

後即復爲廣教禪院，由李綱等人出資重建。儘管如此，善權寺名義上

依舊是傅氏功德寺。十二世紀下半葉，葉塘陳氏大量捨田給善權寺，

並出資修繕廟宇，爲日後介入到善權寺內部管理創造契機。十三世紀

中葉，善權寺轉爲大學士李曾伯的家族墳寺，李氏延請名僧住持，並

花費鉅資整葺寺院。傅氏功德墳寺的住持選任實行的是宋代流行的十

方制，李氏功德墳寺則由本家延請僧人住持，其寺産是通過 “ 行者 ”

系統來進行管理和運作的。在宋代功德墳寺盛行的背景下，善權寺不

僅僅是一道文化景觀，更是一個權力的結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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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墳寺 ( 功德寺、功德院、香火院、守墳院、香燈院 ) 是宋代

盛行的一種寺院形式，前賢的研究已經十分深入，雖然因對 “ 功德寺 ”

的定義不同影響到了對其出現時間的判斷，但關於宋代功德墳寺出

現的原因、發展進程、對社會的影響等方面，學界的共識多於差異 1。

然而，受限於史料，以往的研究基本是在一個平面上進行結構功能

主義的剖析，缺乏細緻、精巧的個案探討，不少問題尚有進一步拓展

的空間。近年來，筆者關注 9-17 世紀宜興善權寺的興衰史，其在兩

宋時期的發展歷程正好爲我們進一步探討功德墳寺提供了絶佳個案。

本文以時間爲軸，梳理善權寺在宋代的身分變化，主要關注前人研

究中較爲薄弱的寺院轉移與內部運作問題。

一、傅氏功德墳寺

善權寺位於江蘇省宜興市，相傳南朝蕭齊建元二年 (480) 捨祝英

臺故宅建，唐武宗會昌法難中，善權寺被毀廢，寺産被轉賣。懿宗咸

通八年 (867)，昭義軍節度使李蠙奏請以私俸贖買善權寺原寺産，咸

1  小川貫弌《宋代の功德墳寺に就いて》，《龍谷史壇》第 21 號，1938 年，第 39-60
頁；竺沙雅章《宋代墳寺考》，《東洋學報》第 61 號第 1-2 期，1979 年，第 35-66 頁；

黃敏枝《宋代的功德墳寺》，氏著《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9 年，第 241-300 頁；汪聖鐸《宋代的功德寺觀淺論》，《許昌師專學報 ( 社會科學

版 )》1992 年第 3 期，第 37-42 頁；宋三平《宋代的墳庵與封建家族》，《中國社會經

濟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40-47 頁；常建華《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第 139-144 頁；白文固《宋代的功德寺和墳寺》，《青海社會科學》2000 年第 5 期，第

76-80 頁；魏峰《從墳寺看遷徙官僚家族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24-28 頁； 劉淑芬《唐、宋時期的功德寺——以懺悔儀式爲中心的討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82 本 2 分，2011 年 6月，第 261-323頁；鍾強《宋

代功德寺研究》，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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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十年完成寺院重建並立新規，善權寺成爲一座禪寺 2。

至晚到宋徽宗崇寧年間 (1102-1106)，官方賜額 “ 廣教禪院 ”，善

權寺因而改稱廣教寺，之後，其身分因傅楫而出現了重大變化。傅

楫 (1042-1102)，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爲徽宗潛邸舊臣，歷監察

御史、國子司業、起居郎、中書舍人等職，受宰臣排擠外放，以龍圖

閣待制知亳州，崇寧元年二月卒於任上。當時徽宗正紹述熙寧變法，

打擊守舊派，傅楫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雖已去世，朝堂之上仍有大

臣欲將其列入元祐黨籍之中，所幸徽宗念及 “ 舊學之臣 ” 而止。南宋

初汪藻所撰墓誌中説 “ 公之沒，恤典不加焉 ”3，《宋史·傅楫傳》云 “ 帝

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匹 ”4，周必大記 ： “ 既死，援王陶例，未至

執政，特賜功德院，而不改廣敎之額。”5 淳祐三年 (1243) 傅楫後裔

傅莳請外甥王邁所撰《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中也説 “ 朝

廷賜善權山廣教寺以資㝠福 ”6，《咸淳毗陵志》謂 “ 崇寧中傅待制楫

家以恩請爲墳剎 ”7。綜合以上各家所記，徽宗特賜廣教禪院作爲傅

楫的功德院，應該屬實。周必大提到了 “ 援王陶例 ”，王陶 (1020-1080)，

字樂道，歷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神宗爲太子時，他曾任太子詹

事。神宗朝官至給事中，知汝州，以東宮舊臣特遷觀文殿學士，元豐

2  游自勇、馮璇《會昌法難後之寺院重建與規制——以宜興善權寺爲例》，《文史》

2022 年第1 輯，第 63-82 頁。
3  汪藻《浮溪集》卷二六《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四部叢

刊初編》集部第1044 冊，上海 ：商務印書館，1929 年，葉 14a。
4   《宋史》卷三四八《傅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11022 頁。
5  周必大《泛舟録》卷一，《周益文忠公集》卷一六七，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澹生堂

鈔本，葉 76a。
6  王邁《臞軒集》卷五《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1178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518 頁下欄。
7   《咸淳毗陵志》卷二五《仙釋》，《宋元方志叢刊》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3186 頁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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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1080) 卒。但在范鎮所撰墓誌及《宋史》中均無有關特賜功德

院的記載 8。不過，宋哲宗時特賜孫虞丁父親墳寺一所，也是援引王

陶例 9，可知此事不假，且可作爲定例。所以傅楫和王陶一樣，都是

以東宮舊臣的身分特許獲賜了功德院。

傅楫卒後被葬於宜興善權山 10，米芾題其墓曰 “ 宋傅元通之墓 ”11，

周必大記墓在廣教寺側 12，《咸淳毗陵志》指爲祝陵 13，明代王穉登《荊

溪疏》説 “ 善卷寺去祝陵一里 ”14，參照現在祝陵村的位置，則徽宗

時祝陵亦當在善權山腳，離廣教寺不遠。奇怪的是，現存史料未顯示

傅楫曾到過宜興，爲何他不歸葬仙遊原籍，而是葬在了異鄉呢？儘

管宋代官僚群體不歸葬祖塋的情況十分普遍，但筆者以爲選擇宜興

作爲葬地，這可能出於傅楫的遺願，和陳襄有關。陳襄 (1017-1080)，

字述古，福建侯官人，世稱古靈先生，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嘉

祐六年 (1061)，知常州，浚修運渠，引太湖水灌溉農田，“ 賴其利者

二百里 ”15 ；又修繕郡學，親授經義，使 “ 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每

歲取士，得常多於他處 ”16。元豐三年三月卒於汴京，四年九月葬於

8  范鎮《王尚書陶墓誌銘》，杜大珪輯《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二四，《中華再造

善本·唐宋編》史部第13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葉 3a-5b ；《宋史》

卷三二九《王陶傳》，第10610-10612 頁。
9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三，元符元年十月乙酉條，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11977 頁。
10  汪藻《浮溪集》卷二六《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葉 14a。
11  趙與沁修，黃巖孫纂《仙溪志》卷四，《宋元方志叢刊》第 8 冊，第 8321頁下欄。
12  周必大《泛舟録》卷一，《周益文忠公集》卷一六七，葉 76a。
13   《咸淳毗陵志》卷二六《陵墓》，第 3191頁下欄。
14  王穉登《荊溪疏》卷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常州吳宅雲棲館萬曆刻本，葉 12b。
15  孫覺《先生墓誌銘》，陳襄撰、陳紹夫編《古靈集》卷二五附，《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第1093 冊，第 710 頁下欄。
16  葉祖洽《先生行狀》，《古靈集》卷二五附，第 707 頁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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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興縣永定鄉蔣山。元豐八年九月劉彝拜祭時，常州州學內已建有陳

襄祠堂 17，後又入五賢祠、先賢祠 18，可見當地對其尊崇有加。傅楫

係陳襄門人和女婿，熙寧中陳襄屢言青苗法不便，請貶斥王安石、呂

惠卿，傅楫認爲 “ 吾師之道，正道也 ；彼相之説，邪説也 ”，陳襄所

陳奏疏多經傅楫潤色，他的政治立場與乃師一致，王邁即評價他 “ 事

師盡道，事君盡言，不以時之燥濕而爲趨背，不以身之升沉而爲戚欣，

盖不忍於叛師而忘君也 ”19。追隨陳襄是傅楫一生的志向，其卒後葬

在宜興也是此意。循此遺志，政和八年 (1118) 傅楫長子傅諒友卒於

汴京，最後也是從葬於傅楫墓旁 20。廣教寺實際上成爲了傅氏家族的

功德墳寺。

宣和年間 (1119-1125)，廣教寺改爲崇道觀 21，周必大云是 “ 傅氏

子徇時 ”22。衆所周知，徽宗是中國歷史上的 “ 道君皇帝 ”，政和以

後其抑佛崇道的舉措逐漸加強，至宣和元年正月，發佈詔書改佛爲道，

“ 以佛爲大覺金仙，服天尊服 ；菩薩爲大士，僧爲德士，尼爲女德士，

服巾冠，執木笏 ；寺爲宮，院爲觀，住持爲知宮觀事 ；禁毋得留銅鈸

塔像 ”23，傅氏 “ 徇時 ” 即是遵從了徽宗的詔令。建炎元年 (1127) 五月，

宋高宗即位，六月赦令罷天下神霄宮，“ 其餘州軍內原係古寺改建者，

令本州開具申尚書省，剏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元係佛

17  劉彝《陳先生祠堂記》，《古靈集》卷二五附，第 716 頁上欄。
18   《咸淳毗陵志》卷一四《祠廟》，第 3073頁下欄。
19  王邁《臞軒集》卷五《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第 519 頁上欄。
20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三四《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銘》，《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5 冊，第 359 頁上欄。
21   《咸淳毗陵志》卷二五《仙釋》，第 3186 頁上欄。
22  周必大《泛舟録》卷一，《周益文忠公集》卷一六七，葉 76b。
23  志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校注》卷四七《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1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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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改塑，即行改正 ”24。據此赦令，崇道觀復爲廣教禪院 25。如前所

述，徽宗時改佛爲道，寺內的佛像及其他設施都被迫改裝成道教建置，

現在復舊，所有設施也都必須改回佛教的建置，這幾乎等於重建寺

院了。傅氏子孫似乎並不想爲此投入錢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距

離太遠。傅楫育有七子，除長子諒友祔葬宜興外，其餘諸子雖爲官

在外，但均以仙遊爲本籍，傅氏宗族已然是當地大族，每年要定期從

福建前往宜興祭祀傅楫，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傅楫三子傅謙

受就感慨： “ 吾親松楸在三千里外，雖蒙恩奉香火有所，然爲子若孫，

不能時展烝嘗之敬，寧不見誚於馬毉夏畦之鬼。” 於是建炎四年 (1130)

他在仙遊起建福神道院作爲傅楫祠，以便四時祭祀，歷時七年纔完

工 26。傅氏選擇就近奉祀，自然沒有餘力顧及遠在三千里外宜興的

功德寺的重修了。

二、宋高宗初年廣教禪院的重修

據寺內宋代碑刻《重裝大殿佛像記》的記載，復名後廣教禪院的

重修是在官府與地方社會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其文曰 ：

常州宜興縣善權山廣教禪院，始是齊武以宅佛氏，會昌

之廢，而後降伏不一。建炎元年，院歸舊額，敗屋重理，禪

毳方集。將非高道碩德之士，殆不能持正綱紀，爲開業之導

24  李綱《梁谿集》卷一七九《建炎時政記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6 冊，

第 853頁上欄。
25  周必大《泛舟録》卷一，《周益文忠公集》卷一六七，葉 76b ；《咸淳毗陵志》卷

二五《仙釋》，第 3186 頁上欄。
26  王邁《臞軒集》卷五《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第 518 頁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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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輿議泗州大聖普照禪寺長老嗣宗，選宜主之勸請而來，

四衆懽慶。繇是革敝作新，叢林學者雲趨川赴，秉佛祖柄，

規矩嚴淨，升堂入室，問津指源，如玉井投汲，錦機落剪，

開疏挈掖，警訓日新，二三年間，法席光振。丞相李公綱願

爲檀越，疏施俸首，夤緣塑尊釋迦像主、伴侍衛凡九身，復

得淨信士惠懷、民張珦、孫畛等薦力貳之，翕然成就，便捨

衆腰包以如浙東浙次補其處。今堂頭法智師也，嚴守風範，

毫髮不易，方來自濱，引攜踐履，雲林森密，冰壺瑩徹，企

修弗及，恢曠無際焉。復將前日未暇及者，悉以舉之正位，

諸像縞素未繪，命工以金丹藻碧，相好莊嚴，極匠手之巧製。

佈施者張瑀瑜，財具費二百萬錢而落成也。27 

寺院的興修不外乎由兩個因素決定 ：人和錢，前者主要是住持人

選，後者是常住與佈施。廣教禪院前身是唐代李蠙奏請重建的善權寺，

有合法身分，可以度僧，屬禪宗寺院，首任住持玄覺是李蠙親自揀選

延請的 28。玄覺之後爲善權徹禪師，他是臨濟宗之祖義玄法嗣 29。其

後歷任住持可知者爲沖偉、復老、若沖，若沖是雲門文偃法嗣雙泉仁

郁下第四代，後又移住常州薦福寺、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 30。若沖

之後是慧泰，係雲門文偃法嗣香林澄遠下第四代 31，他與若沖是雲門

27  方策編《善權寺古今文録》卷四《宋碑下·重裝大殿佛像記》，中國國家圖書館

藏清嘉慶九年 (1804) 抄本，無頁碼。
28  游自勇、馮璇《會昌法難後之寺院重建與規制——以宜興善權寺爲例》，第

74-77 頁。
29  李遵勖《天聖廣燈録》卷一二《浙西善權山徹禪師》，CBETA, T51, no. 2077, p. 

525c12-18 ；德聖等編録《寒松操禪師語録》卷一一《普説》，CBETA, J37, no. B392, 
p.603a19-20。

30  惟白編《建中靖國續燈録》卷九《東京大相國寺惠林禪院覺海禪師》，CBETA, 
X78, no. 1556, p. 694c21-22。

31  居頂《續傳燈録》卷一〇，CBETA, T51, no. 2077, p. 525c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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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佛祖統紀校注》卷四七《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三》，第 1104 頁；卷四九《法

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第1147 頁。
33  參石井修道《中國の五山十剎制度の基礎的研究 ( 三 )》，《駒澤大學佛教學部

論集》第 15 號，1984 年，第 61-129 頁；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第

305-312 頁；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第 250-254 頁。

宗同代。這樣至少可以排除師徒相繼的甲乙制。碑文説這次住持的選

任 “ 輿議泗州大聖普照禪寺長老嗣宗 ”，以往的研究表明，宋代功德

墳寺住持的選任一般是 “ 從本家請僧住持 ”32，然後官方再循例批准

即可，因此本家對於住持的人選往往具有決定權。但廣教禪院此次

採取的是 “ 輿議 ” 方式，也就是寺院與地方社會共同商討推出人選，

這顯然施行的是宋代盛行的十方制了，採用這種方式應該與傅氏家族

在寺院重修上的 “ 缺位 ” 有關。當然，不管是從本家請僧住持，還是

“ 輿議 ” 方式，最終都需得到官方的任命，這實際上説明官府對於寺

院的監控力度更強 33。嗣宗的主要功績是重建廣教寺的僧團組織與信

仰組織，以此吸引世俗的佈施，具體的修建事宜則是由繼任住持法智

負責。

在此次重修大殿佛像的功德主名單裡，身分最高的是兩宋之際名

臣李綱 (1083-1140)。宋高宗罷天下神霄宮的赦令，原出於李綱的建議，

其目的是要將徽宗時的各神霄宮恢復爲原本的佛寺，再將寺院的財産

收歸國有，以助軍需。廣教禪院雖不在此列，但按赦令也需要 “ 申尚

書省 ”，勘合之後應收歸國有的財産由轉運司拘收。但李綱又是此次

重修大殿的檀越，顯示出他與廣教禪院的關係非淺，常住收歸國有一

事想必也就不了了之。至於李綱與嗣宗、法智的關係，亦值得注意。

李綱原籍福建邵武，先輩移居無錫。無錫與宜興毗鄰，李綱對廣教禪

院應不陌生，其詩文也留下了不少歌詠宜興的作品，比較集中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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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炎初。建炎元年六月李綱拜相，八月十八日罷相，九月初回到無

錫老家， 十一月命鄂州 ( 今湖北武昌 ) 安置， 於是啟程前往。十二月，

因大雪阻於宜興荊溪多日 34。受阻期間，李綱居住於僧舍，遊南嶽山

勝果禪院、善權山廣教禪院 35，並作《善權即事十首》聯詩，一日一首，

如第二首：

十日荊溪雪未晴，敲冰聊作善權行。最憐擊碎瓊瑤片，

欲愛長聞環珮聲。百仞巖端仙梵過，千株松下老僧迎。斯

遊自覺平生少，頗怪淹留景太清。36 

其他幾首也基本是述善權美景，表達政治不如意下置身禪院的閒

適之慨。此後李綱長年居官在外，再未回到無錫老家，也未至宜興，

最後卒於福州。可以想見，他應該就是此時與住持嗣宗有了交集，這

或許就是他願意施錢重塑大殿佛像的因緣所在。另據碑中所言，嗣宗、

法智均爲 “ 四明天童山覺和尚之法嗣，大鴻淳禪師之令孫，沂川老芙

蓉之裔 ”，前者即天童正覺 ( 宏智正覺 )，中者爲丹霞子淳，後者是芙

蓉道楷。衆所周知，道楷爲曹洞宗中興之祖，正覺代表了曹洞禪的最

高水平 37，燈史上列正覺著名法嗣者八人，雪竇嗣宗和善權法智均列

34  參趙效宣《宋李天紀綱先生年譜》，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第 104-
106 頁。

35   《咸淳毗陵志》卷一八《人物三·寓賢》、卷二五《仙釋》，分見第 3124 頁下欄、

3196 頁上欄。
36  李綱《梁溪集》卷一七《善權即事十首》之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5

冊，第 654 頁上欄。
37  參毛忠賢《中國曹洞宗通史》，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22-336、

350-372 頁； Morten Schlütter, How Zen Became Zen: The Disput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7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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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普濟編《五燈會元》卷一四，蘇淵雷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912-914 頁。
39  陳淵《默堂先生文集》卷二〇《雜文》，《四部叢刊三編》第 436 冊，上海 ：商

務印書館，1936 年，葉 13a-b。
40  陳淵《默堂先生文集》卷五《詩》，《四部叢刊三編》第 432 冊，葉 6a。
41  參孫逸超《默堂年表》，《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12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0 年 6 月，第 84-85 頁。
42  參屈亞楠《兩宋之際陳淵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 年 5月，第

21-23頁。

其中 38，可知這二人在曹洞宗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們均出身南宋 “ 五

山 ” 之一的天童寺，相繼住持廣教禪院，無疑會大大抬升該寺在禪門

中的聲譽和位置。

碑文最後的落款作 ： “ 紹興元年 (1131) 八月十五日南山居士撰  無

諍道人書  處順子題額  住持傳法沙門法智立石。” 南山居士、處順子

均已不可考，無諍道人應是陳淵。陳淵 (1076-1145)，字知默，因其

居室爲 “ 默堂 ”，世稱 “ 默堂先生 ”，他是二程的再傳弟子，理學龜

山學派創立者楊時的首座弟子和女婿，開創了默堂學派。陳淵撰有《無

諍道人辨》，篇首言 “ 崇寧壬午之春，余自淮南來京師，或有以無諍

道人相命者 ”，該文記録的是陳淵化身 “ 無諍道人” 與 “ 有謂先生 ”

論道 39。他又作《跋子精所藏魯直書樂天八字偈》詩，末有自注： “ 政

和六年七月，無諍道人書附子靜所跋之後。”40 所以無諍道人是陳淵

不常用的號。建炎四年至紹興元年十二月，陳淵一直在福建 41，這

篇碑文衹能是寄書。陳淵與李綱的關係極深，兩人是患難知己的朋

友 42，他的學説又溺於禪學，因此很大可能就是受了李綱之請而書

此碑文的。 

廣教禪院的重修，正值南宋政權初立，宋金戰事正緊，金兵南

下江浙，還曾一度攻入宜興。這樣動蕩的時局，反倒成爲了廣教禪院

發展的契機。曹洞宗的入主給廣教禪院帶來了興盛局面，李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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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聲望亦帶動了地方信衆的熱情，惠懷、張珦、孫畛等 “ 薦力貳之 ”，

是具體的執行者，大功德主是張瑀瑜。這些人的具體事跡今天已經無

從爬梳了，圍繞大殿佛像的重裝，他們或施錢或出力，總共耗資二百

萬錢，約合 2000 貫不止，實屬大手筆了。需要強調的是，儘管這次

的重修是在官府和地方社會的合力下進行的，但名義上廣教禪院仍然

是傅氏功德墳寺，性質沒有發生改變，這點我將在下文中討論。

三、李氏功德墳寺

在接下來的百年時間裡，廣教禪院沒有再經歷大的變故，相對平

穩。宋理宗寶祐二年 (1254) 閏六月，南宋後期名臣李曾伯 (1198-1268)

就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 特與執政恩數 ”，獲得了申請功

德墳寺的資格。經過踏尋，寶祐四年 (1256) 九月，李曾伯奏請將廣

教禪院 “ 改以報忠寺爲額，永充本家功德墳寺 ”，得到了宋理宗的同

意 43。至此，傅氏功德墳寺轉爲李氏功德墳寺，廣教禪院更名報忠寺。

現有資料條件下，學界有關兩宋功德墳寺的探討已經十分充分

了，但衹有鍾強注意到功德墳寺的轉移問題。不過他所舉證的例子都

是發生在人臣與皇族宗親之間 44，這兩者在權力結構上有其特殊性。

廣教禪院在傅、李二姓間的流轉，正好説明功德墳寺也可以在普通人

臣間轉移。那麼，傅氏功德墳寺到底發生了什麼，以至於被他姓指佔？

李曾伯所撰《善權禪堂記》透露了一些信息。該文撰寫於宋度宗咸淳

二年 (1266)，內有一句 ： “ 頃數十年前，主者代謝不常，惟衣鉢是私，

43  李曾伯《奏狀》，《善權寺古今文録》卷三《宋碑上》。
44  鍾強《宋代功德寺研究》，第 38-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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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鼓弗繼，禪衲星散。”45“ 數十年前 ”，《荊溪外紀》 作 “ 十數年前 ”46。

《善權寺古今文録》另收南宋陳公益撰《圓通閣記》，未記撰文年代，

首句有云 “ 宣秘大師永密住宜興之廣教 ”，於壬辰季冬開建圓通閣 47。

陳公益擔任過宋理宗朝的兵部侍郎，則此處之 “ 壬辰 ” 當是紹定五年

(1232)，此時廣教寺還有物力財力興建殿閣，還不至於遽然敗落。所

以寺院出現問題應從《荊溪外紀》作 “ 十數年前 ” 比較合理。可以

認爲，在十三世紀中葉前後，廣教禪院急劇衰敗下去，原因是住持的

選任出現了問題，導致僧徒散盡，寺院無法維繫。李曾伯接手後，十

年經營，終使廟宇鼎盛，寺院重光。《善權禪堂記》對此有記載 ：

自寶祐撥賜後，遂命江陵府二聖寺福巖祐禪師開山住

持，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重加整葺，僅四年，寺宇一新，

規模改觀。惟僧堂 陋，寒暑燥濕，弗遑寧處。方將改爲，

而祐以荊閫招之，重開二聖法席，其與余約，不遠而復。

越四載，閫帥挽之，玄裝之松枝弗東，乃舉建康蔣山首座

僧德珍以代。其突不及黔，即營此堂，鳩工於乙丑夏，落

成於丙寅秋。萬瓦鱗鱗，宏壯雄偉，與此山長久，乃至明

樓照堂，週迴廊廡，及合用安衆之器所需，無一不具。見

者贊歎，甚希有也。厥堂爲屋廿二楹，厥費十萬緡……此

寺厥田中下，歲之所入，今猶昔也。前乎主者，字髮輪齒，

彼何人斯，奚爲居之而枵如垂橐。今也爲日幾何，厥宇鼎

盛，山川爲之精采，巋然一堂，永爲天下英衲雲聚海會之所，

亦奇矣哉！……

45  李曾伯《善權禪堂記》，《善權寺古今文録》卷四《宋碑下》。
46  沈敕編《荊溪外紀》卷一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82 册，濟南 ：齊魯

書社，1997 年，第 774 頁下欄。
47  陳公益《圓通閣記》，《善權寺古今文録》卷四《宋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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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 淳 二 年 八 月 吉 日 光 祿 大 夫 河 內 郡 開 國 公 食 邑

二千八百戶實封四百戶覃懷李曾伯撰并書

知事僧德道立石 48 

李曾伯請湖北公安縣二聖寺的福巖祐禪師來作報忠寺的開山住

持，整葺寺宇，他本人對此事也比較上心。寶祐四年九月後，他從老

家嘉興去了一趟善權山，《初到善權香火院》云 ：

寺有宗盟幾百年，洪恩新錫出堯天。三生香火前因在，

一段林巒舊識然。華表鶴歸今豈異，葛陂龍化古嘗傳。更

須行腳江湖了，來結雲山不盡緣。49 

“ 堯天 ” 典出《論語·泰伯》“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

大，唯堯則之 ”50，後世以此稱頌帝王盛德，此處 “ 洪恩新錫出堯天 ”

指的就是宋理宗勑賜報忠寺爲李氏功德墳寺。“ 三生香火前因在，一

段林巒舊識然 ”，這兩句説的是唐後期李蠙重建善權寺。李蠙曾題壁

善權寺，最後兩句是 ： “ 從此便歸林藪去，更將餘俸買南山。”51 李曾

伯是把李蠙當作自己的前因所在，期盼致仕後能 “ 來結雲山不盡緣 ”，

把善權當作歸隱的去處。寶祐五年 (1257) 正月，李曾伯被任命爲荊湖

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四月到任 52，赴任前他又去了一次宜興，《丁巳

48  李曾伯《善權禪堂記》，《善權寺古今文録》卷四《宋碑下》。
49  李曾伯《可齋續稿後》 卷一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9 冊，第 801頁下欄。
50  《論語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經注疏》，北京 ：中華書局，1980 年，第 2487

頁中欄。
51  李蠙《題善權寺石壁》，《善權寺古今文録》卷六《唐詩》。
52  參張靜《南宋詞人李曾伯年譜》，《長沙理工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 )》2009 年

第 3 期，第 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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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宜興墳庵》寫道 ：

歸來閑未久，老去役何堪。未遠蜀天北，又之湘水南。

奔馳緣未足，辛苦分當甘。徒羨林泉適，長年任住庵。53 

從淳祐九年 (1249) 起，李曾伯相繼擔任廣西經略安撫使、京湖

安撫制置使、四川宣撫使等職，奔波於桂林、荊州、重慶等抵禦蒙

古大軍的前綫，期間多次上書乞致仕，均未被接受。寶祐四年纔得

歸嘉興，度過了一段短暫的閒適生活，此時他已五十九歲，已屆花

甲，對致仕後的生活更是充滿了憧憬，此詩亦再次表達了這種情感。

李曾伯短期內兩度來到報忠寺，必定和福巖祐就寺院的發展有過交

流，當他再次外任之後，福巖祐主持了寺院的整葺事務，至景定元

年 (1260)，“ 寺宇一新，規模改觀 ”。當年五月，李曾伯因蒙古軍來犯

時閉城自守，不能備禦，被罷官歸鄉 54。居家期間，他大病一場，病

中仍惦念修繕後的報忠寺，不顧病體，再次來到善權山，作《再遊善

權宿福巖堂》詩 ：

強健南游抱病還，鬢毛剝落足蹣跚。喜觀雲衲酬前約，

莫聽家僮説舊官。幸見如陵羞在隴，將期同願老於盤。當

家公案師拈出，全似三生石上看。55 

李曾伯節制廣西、嶺南三年，期間多病，又已入花甲之年，故有

53  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一〇，第 797 頁下欄。
54   《宋史》卷四五《理宗紀五》，第 873頁。
55  李曾伯《再遊善權宿福巖堂》，《荊溪外紀》卷七，第 717 頁下欄。《可齋續稿後》

亦收此詩，文字有差異，且無 “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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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句之作。“ 喜觀雲衲酬前約 ” 一句，詩的序言中有解釋 ： “ 福巖禪

師三年前説要整頓善權境界，乃創雲山菴以相周旋。茲來盡如前説，

可謂有心力者矣。叢林衲子，安得不讚歎推服。” 福巖祐不但修葺了報

忠寺，還新創雲山菴作爲子院，擴大了寺院規模。就在二人決定翻建

新的僧堂之際，福巖祐受荊襄主政者招請，返回公安二聖寺任住持，

兩人相約 “不遠而復 ”。李曾伯一直虛位以待，景定二年 (1261) 七月七

日，福巖祐自荊襄來訪，李曾伯將隨身供奉近二十年的佛牙贈於福巖

祐，永充二聖寺供奉 56。到景定五年 (1264)，因荊襄主政者挽留，福

巖祐回山無望，遂推薦建康蔣山寺僧人德珍繼任報忠寺住持。宋度宗

咸淳元年 (1265) 夏，德珍主持興建新的僧堂，到第二年秋天完工，耗

資 10 萬緡，極爲驚人，達成了李曾伯與福巖祐原本的設想，李曾伯

雖在病中，仍欣然作記并書。

咸淳四年 (1268)，李曾伯卒於嘉興，享年七十一歲。他生前已經

完成了自家功德墳寺的建設，理論上衹要子孫相繼，經營得當，功德

墳寺便可世代傳承。然而此時南宋朝廷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不過十

來年即亡於蒙元，李曾伯後裔碌碌無名，無甚作爲，在宋元鼎革的亂

世中估計很難保有該寺。入元以後，報忠寺從功德墳寺的身分中解脫

出來，復名善權寺。

四、功德墳寺的內部運作

傅氏功德墳寺雖由徽宗特賜，但在禁錮元祐黨人的政治氛圍下，

傅楫諸子也受到波及，都小心謹慎。長子諒友 “ 益務晦藏，不問權

56  李曾伯《以佛牙付福巖奉安公安二聖寺跋》，《可齋續稿後》卷一〇，第 8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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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人所舍闔户著書，澹然無求，若隱於吏者 ”57，三子謙受 “ 以公故，

浮沉州縣二十餘年，不敢背教忠之訓，以求合於權門也 ”58，傅楫的

神道碑也是在卒後三十八年纔立起來的。這種情況下，傅氏對廣教禪

院的管控比較有限。傅諒友的身後事更能佐證這一點。他卒年五十二，

“ 素貧，恥言利。既死，橐中無留赀以歸 ”，長子傅庠很快病逝，衹留

下年幼的次子傅鞏，“ 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能自存 ”59。作爲傅

氏長房，他們對功德墳寺應具有更大的發言權，如果可以處置寺院財

産的話，不至於落到這種地步。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傅謙受爲什麼要

在原籍仙遊建立福神道院作爲祭祀傅楫的祠堂，該道院 “ 嵗自輸租

於官，住堂聽自擇，有司不與焉 ”60，完全是傅氏的族産。不過，廣

教禪院既然是傅氏功德墳寺，在決定重大事務時傅氏自然不能置身事

外，像宣和年間改爲崇道觀，就是 “ 傅氏子徇時 ” 的結果。

宋高宗初年，廣教禪院的恢復得益於官府與地方社會的合力，我

們看不到傅氏的身影，寺院似乎直接置於官府的管控之下。宋孝宗乾

道元年 (1165) 五月，葉塘陳宗道將名下永豐、善權兩鄉常熟田 202 畝

捨給廣教寺，計供米 200 石碩 61。隨後，陳宗道向官府遞狀，申請給

公據，狀內稱 ：

情願將本家管産砧基內善權鄉、永豐鄉常熟田一百二十二

57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三四《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銘》，第

359 頁上欄。
58  王邁《臞軒集》卷五《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第 518 頁下欄。
59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三四《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銘》，第

359 頁上欄。
60  王邁《臞軒集》卷五《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第 519 頁下欄。
61  沈文《陳氏舍田記》，《善權寺古今文録》卷三《宋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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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計貳伯零貳畝五十七步，逐年計收宅分白米貳伯石五斗柒

升，小麥苗捌石乙斗伍升，係一百丹五合斛子，捨入善權山

廣教寺禪院常住，永充本院脩設齋供，以報天地父母覆載養

育之恩。宗道所捨田土，即不是減免等第，避免科敷 ；亦無

諸般違誤，即自情願 ；亦不是他人相逼其田。竊慮將來常住

僧行，不知宗道所捨上件田土，因依妄作本院産業，申明官

司，出給公據。典賣及私自貨易不便，如典賣上件田土者，

即仰諸色人告首，乞將所捨田三分與告人充賞，自餘收沒入

官。宗道亡歿後，恐本家子孫妄作緣故，妄義占奪，請官中

科不孝之罪，仍不破此契。如諸色人及田鄰人妄有侵占及換

易寸步，請本院主首將干照證，直管紹今令價錢一千貫文足，

宗道仍自將錢送納稅錢，今連粘産段字號畝步四止坐落，並

作戶姓名在前，乞下案先次交納稅錢，乞出公據，連粘産段

字號付本院收執，永自爲業。仍乞關逐號畝步下鄉司，依等

改割二稅並物力歸善權院名下，送納等事，具事目呈奉。

六月，官府完全按照陳宗道的意思給出了公據，最後説： “ 准此據，

所捨田段爲業，逐年送納二稅，不得亂有侵占官私田地。”62 我們知

道，與一般的寺院相比，功德墳寺享有經濟上的特權，主要是免科敷。

但陳宗道專門説明自己捨田純屬自願，不是爲了避免科敷的詭寄之舉。

依公據所記，這 202 畝雖然捨給廣教寺，但寺院衹是獲得土地上的

産出，即擁有佔有權，土地的所有權仍屬陳氏 ；這些土地不能典賣、

換易，陳氏族人也不能隨意佔奪 ；與這些土地相關的賦役則由廣教

寺承擔。據黃敏枝的研究，宋代佛教信徒將田地捨入後，就由寺院

支配使用，有些施捨者雖有特別約定，出具公據，一般也衹是特別

62   《陳氏舍田告給公據》，《善權寺古今文録》卷三《宋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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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 63，不涉及土地物權的分割。陳宗道的捨田方式與以往明

顯不同。兩宋時代宜興的地方大族中，蔣氏、王氏自六朝以來就是

望族，且长盛不衰 ；其餘如邵氏、鄭氏等，是北宋興起的大族，屢

有進士出身。陳宗道自述 “ 占籍永豐鄉五十七都，見年六十四歲，於

政和間父母並亡。幼年將祖上所拋些少家貲營運至第一等戶 ”64，據

此推算，他生於徽宗崇寧元年 (1102)，十幾歲時父母雙亡，大概靠

祖産維持生計，後經營得當致富。除捨田外，此前他還向廣教寺捨

錢一百萬 ( 約 1000 貫 ) 用於 “ 裝嚴大藏 ”，又 “ 於永豐之伏龍建造齋

堂及觀音羅漢堂 ”65，可見資産豐厚，的確是鄉村的第一等戶。陳氏

祖先，清代所修《陳氏宗譜》中將始祖追溯至漢代陳寔，延至唐代，

有文宗、武宗朝宰相陳夷行，其四世孫陳顯、陳勳。陳顯由河南固

始遷宜興國山，是陳宗道的八世祖。陳勳子陳檄避廣明之亂，由淮

入閩，爲陳襄高祖 66。宗譜所記即便屬實，陳襄與陳宗道同宗，但

兩人相差 4 世，已出五服，陳宗道應該無法以陳襄來顯耀門庭，其

祖上實在默默無聞，無法與蔣、王、邵、鄭等大族相提並論。陳宗

道晚年接連捐資、捨田，應不僅僅衹是樂善好施，或是出於對宗教

的虔誠，在我看來，這是陳氏宗族試圖在地方事務中凸顯存在感的

方式，而捨田時將所有權與佔有權分離，這爲日後陳氏插手寺院事

務埋下了伏筆。

前已述及，建炎紹興年間曹洞宗的入主直接推動了寺院走向興

盛，這從住持的名號可窺見一斑。紹興元年重裝大殿佛像時，碑記

63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第 32-35 頁。
64   《陳氏舍田告給公據》，《善權寺古今文録》卷三《宋碑上》。
65  沈文《陳氏舍田記》，《善權寺古今文録》卷三《宋碑上》。
66  陳荷蓮主修《陳氏宗譜》卷四《闔族總表》、卷五四《果州陰德記》，德星堂，

光緒 24 年 (1898) 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260 游自勇

中的落款衹是最普通的 “ 住持傳法沙門法智 ”。三十多年後，到陳

宗道捨田時，落款已經是 “ 住持傳法賜紫妙空圓悟大師法濟 ”，屬

紫衣四字師號。儘管兩宋的紫衣師號猥濫嚴重 67，但對廣教寺而言，

從無到有的變化還是能表明其地位在上升，日漸擴大的影響力自然

會吸引來更多的信衆。陳宗道大規模施捨與此不無關係。在他之後，

蔣氏、王氏、鄭氏、畢氏也紛紛效仿 68，方式是否與陳氏相同，我

們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大量土地的施入無疑給廣教禪院帶來

了豐厚的經濟利益，同時，伴隨土地而來的兩稅、科敷、徭役及各

種苛捐雜稅也是寺院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宋寧宗嘉定三年 (1210) 正

月，廣教寺爲蠲免錢米事狀上常州府，府判之後帖下宜興縣，縣再

帖下縣尉，全文如下 ：

據宜興縣傅少師善權山廣教功德禪寺管事人周昇狀 ：

本寺有永豐鄉山腳圩田貳伯餘畝，係唐李蠙相公舍克基業，

自後即無增寘圍田。嘉泰年中，李奉使到縣拆圍，已蒙照

祖砧基免拆。續因保正蔣周友文等括責，妄供本寺圍田

七十畝入青冊。本寺曾陳理，今來本縣集耆保勘會，委實

即無再圍田土，已蒙本縣具申使府訖。旦昇照得本縣法藏

寺圍田已蒙照免訖，本寺田與法藏寺田事例一同，乞照本

縣所申及法藏寺體例給據，蠲免州司所據前項。陳乞呈奉。

臺判 ：既非再圍，即合免，仍帖縣照外須至行遣。

右，今帖宜興縣尉，仰照會。

嘉定三年正月  日帖 69 

67  參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第 447-454 頁。
68  王鏊《善權寺古今文録序》，《善權寺古今文録》。
69   《使司帖》，《善權寺古今文録》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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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帖文透露的信息不少。首先，如前所述，紹興元年以後我

們看不到傅氏參與功德墳寺事務的記載，本地宗族大規模施捨入功

德墳寺似乎也與傅氏無關，但帖文的事主很明確是 “ 傅少師善權山

廣教功德禪寺管事人周昇 ”，説明廣教寺仍然是傅氏功德墳寺。黃

敏枝曾據宋元禪院清規對寺田的組織和管理作過梳理，這是一個包

括莊主、廨院主、諸莊行者、園頭、監收、磨頭等的規模不小的人

員系統，她同時也承認實際情況並非全如清規所製訂的，而是因地

制宜。具體到管理者，有勾當人、幹人、幹置莊田、莊保頭、甲幹、

甲首等稱呼，“ 通常是由寺莊中的客戶擔任，負責催租，再由諸莊行者，

或莊主總其成 ”，也有一些較小的寺院，由主僧親自監收 70。此帖中，

呈狀者是 “ 管事人” 周昇，與黃敏枝所列有所不同。檢索 CEBTA 可知，

寺院中的 “ 管事 ” 一般是僧人，而此處 “ 周昇 ” 顯然是一個俗人的

姓名。宋代寺院內有 “ 係帳行者 ”，是在寺內服雜役的居士，南宋後

期所編《叢林校定清規總要》記： “ 頭首逐一點對看過，令管事行者，

安排盞托。”71 此 “ 管事人” 很可能就是 “ 管事行者 ”。其次，唐後期

以來，兩浙地區圍湖造田十分普遍，經常造成湖偃堵塞，瀉洪不暢，

故南宋朝廷也曾下令嚴禁圍田。嘉泰年間 (1201-1204) 李奉使到宜興

縣清查圍田，認定廣教寺擁有的 200 多畝圩田屬圍田，但廣教寺辯

稱此係李蠙捨入常住，屬於前朝祖産，因此得免拆圍。有意思的是，

這本係祖産的田地與陳宗道所捨田都是圩田，不管在位置還是數量

上都吻合，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這其實是廣教寺的計策，通過這樣

的方式將施捨得來的圩田合法化。最後，當地保正清查出廣教寺另

70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第 93-97 頁。
71  惟勉編《叢林校定清規總要》卷上，三十一 “ 夏前特爲新掛搭茶 ” 條，CBETA, 

X63, no. 1249, p. 60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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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0 畝圍田，將之列入賦役冊，廣教寺則力證這些圍田本就在 200

多畝祖産之內，要求照祖産及法藏寺田之例蠲免錢米。保正是最熟

悉地方事務的基層管理者，他的清查應不至有誤，但此類寺田申請

免納差役、科敷的情況在南宋比較常見，尤其是功德墳寺，有許多

前例可循，況且廣教寺援引的還是同時期同縣的法藏寺之例，常州

府最後自然允准。這就意味著 200 多畝圩田的賦役完全蠲免了。儘

管有常州府的判文，蠲免之事在宜興縣的辦理並不是一帆風順。嘉

定五年 (1212) 八月三日，宜興縣圍田錢司給米司的關文起首云 ：

准縣衙臺判送下事目，爲據傅少師善權山廣教功德禪

寺庫子行者鄒善實狀 ：乞索使府行下文帖，蠲免本寺經折

圩田七十畝錢米等事。( 下引嘉定三年帖文，略 )……72 

可知在這之後，廣教寺庫子行者鄒善實又給宜興縣上過一份狀紙，

催辦蠲免事宜。“ 庫子行者 ” 是寺院中司會計之事的雜役居士，與上

文所説周昇屬同一系統。經此催辦，宜興縣纔最終確認了蠲免。

圍繞 200 畝圩田賦役的蠲免，廣教寺內部的組織系統開始運作。

“ 行者 ” 們嫻熟地與地方社會中的保正、耆保、縣衙的相關機構，乃

至州司的官員打交道，在官方許可的範圍內變換名目、援引前例，爲

本寺爭取利益的最大化。廣教寺內 “ 行者 ” 管理系統的存在及有效運

作，也是這一時期寺院興盛不可或缺的原因吧。

廣教禪院改名報忠寺，成爲李氏功德墳寺時，李曾伯曾就寺院的

管理擬定了一些章程，奏請宋理宗批准，其內容是 ：

72   《圍田錢司關圍田米司》，《善權寺古今文録》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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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家選請有道行人住持，仍不隸僧正司。其間像設

動用什物等，並係報忠寺常住管紹所有 ；本寺砧基簿書，

並作本家、報忠寺置立。仍許本家增置産業，添作常住。

除納夏秋二稅外，合免州縣等處科敷、支移、折變及戶役、

徣借。亦不許公私妄作名色，貼占在寺居止，及時暫安泊

並寄攢棺櫬，如見有寄攢者，仰日下起移前去。其寺內空

閒地段，不許外人攢葬侵占，及不許於近寺去處焚化棺櫬。

其房族親戚，不係本位直下子孫，並不許干預常住錢穀 ；

在內止宿，亦不得妄有需索搔擾。73 

存世的勑賜功德寺牒文中較爲完整的是三件，分別是宋仁宗慶曆

四年 (1044) 范仲淹牒、皇祐三年 (1051) 旌賢崇梵院牒和宋孝宗隆興

元年 (1163) 蒼山資福寺牒，可與李曾伯奏狀對照的是後者 74。資福寺

牒中也提到了寺院的章程 ：

從本家選請有道行之人住持。寺內不許人權殯安葬，

及不許官員諸色人作名目影占安下。仍依例〔免〕州縣非

時諸般科率、差使、借徣。每遇聖節候將來放行度牒日，

許本家不拘名次陳乞撥放童行。75 

兩相比較，有一些內容大概是固定的，如住持的選任、寺院賦

役的蠲免、不許公私人等侵佔寺院財産、寺內不許權殯安葬等，衹是

73  李曾伯《奏狀》，《善權寺古今文録》卷三《宋碑上》。
74  民國《金台姚氏宗譜》卷二中收録有宋理宗景定五年 (1264) 尚書省牒，是中書

門下批復姚希得申請功德墳寺的牒文，絶大部分文字與李曾伯奏狀相同，我懷疑是後

世的僞作，這種情況在族譜中常見。
75  阮元編《兩浙金石志》卷九《宋蒼山資福寺勑牒碑》，《石刻史料新編》第1 輯第

14 冊，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第10405 頁上欄。



264 游自勇

報忠寺更爲具體細化。不同之處有兩點。其一，寺産歸屬上，資福

寺牒沒有提及。一般認爲，兩宋功德寺的建立方式分兩種 ：主家出

資建立與指射原有寺院，前者屬主家財産的一部分，後者寺院相對

具有獨立性，主家不能隨意干預、處置寺院內部事務及財産。但現實中，

不管哪種方式，功德寺成爲主家私産，可以被隨意處置的現象比比

皆是 76。不作明確約定，在當時屬於通例。李曾伯的作法比較特別，

他將寺産分成兩部分：與日常宗教活動相關的部分如佛像、法器等等，

這都歸報忠寺所有和管理 ；地産則由李氏、報忠寺共同所有和管理。

也就是説，在寺産方面，李氏衹關注地産。另外，李曾伯雖規定本

族人員不許干預寺院常住錢穀，但他的直系子孫除外。一般情況下，

寺院常住錢穀主要來自地産收益，所以這一條還是緊緊抓住了地産

這一核心要素。其二，主家一般都會爲功德寺申請度僧或撥放童行

的特權，資福寺也是如此，但李曾伯沒有這樣做，其原因不明。大

體上，報忠寺的管理方式與一般的功德墳寺相差不會太大，但在寺

産的歸屬及運營上，主家與寺院的劃分比較明確，李氏家族更在意

對寺院地産的掌控。

五、結論

在中國古代社會，佛教寺院從來就不是作爲純粹的宗教信仰空間

而獨立存在，它必須與國家權力、地方社會、普通信衆保持密切的

聯繫，進入到某種社會網絡中，這也是佛教中國化進程中一直要面

對的問題。中唐以後隨著禪宗的崛起，佛寺與世俗社會的關係更加

76  參鍾強《宋代功德寺研究》，第 62-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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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兩宋時代更是將佛寺直接置於國家的管控之下，善權寺在 11

至 13 世紀的發展清晰展現了這種趨勢。它在佛寺、道觀、功德墳寺

之間轉換角色，每一次的變化都不是它自主選擇的結果，而是因應

於當下政治形勢的變動及官僚顯貴、地方勢力的爭奪。從 12 世紀初

到 13 世紀中葉，善權寺都是作爲傅氏功德墳寺而存在的，傅氏對寺

院的管理雖然插手不多，但僧俗兩套管理系統的存在維繫了功德墳

寺的發展，直到僧團組織出現不可挽回的問題，傅氏功德墳寺纔告

頹敗，最後被李氏指佔，成爲李氏功德墳寺。在長達二百年的時間裡，

善權寺始終無法擺脫功德墳寺的身分，這就使得寺院不僅僅是一道

文化景觀，更是宋代功德寺盛行背景下的一個權力結合體。


